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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自我: 非洲人类学 “本土化” 发展之路
———基于埃塞俄比亚人类学发展经验的讨论∗

∗􀂷

施　 琳

　 　 内容提要　 非洲人类学是区域国别学一个重要的学科分支ꎬ 国际学术界

在此领域进行了视域广阔的学术深耕ꎮ 在具有 “民族博物馆” 之称的埃塞俄

比亚ꎬ 一方面ꎬ 欧美学者率先开展了细致的田野调查和多种学术研讨ꎬ 深化

了学界对埃塞俄比亚族群与文化的人类学认知ꎻ 另一方面ꎬ 埃塞俄比亚通过

培养本土专业人才、 开展本土田野调查和撰写本土民族志等方式ꎬ 努力推进

非洲人类学研究的 “本土化” 进程ꎮ 埃塞俄比亚案例彰显了人类学如何从一

门 “外来移植” 的学问ꎬ 到在非洲社会 “初步融入”ꎬ 再到逐渐寻求 “扎根

与创新发展” 的完整过程ꎮ 针对中国的非洲人类学研究薄弱点ꎬ 未来中国学

者需调整传统研究思路与做法ꎬ 进一步深刻辨析 “非洲人类学” 概念ꎬ 精准

把握其特殊性与基础性ꎬ 加强非洲人类学研究中的与时俱进与 “向非洲看”ꎬ
并且立足非洲区域与国别发展经验ꎬ 积极吸纳非洲学者在 “观察自我、 认识

自我与书写自我” 方面所取得的创新性进展ꎬ 以期有力推进中国的非洲人类

学学科建设与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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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施琳ꎬ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ꎮ

“借得东风好扬帆”ꎮ 近年来ꎬ 在确立交叉学科门类一级学科地位的有力

助推下ꎬ 国内区域国别学的发展迎来了高质量发展新阶梯ꎮ 多学科背景的学

者们以极高的热情ꎬ 纷纷投身于新学科的理论体系构建与学术边界拓展ꎬ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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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学科定位、 学科特性、 学科知识体系ꎬ 以及在全新视域下如何 “落地” 区

域研究等一系列关键问题进行了研讨ꎮ 国内非洲学界也不例外ꎬ 不仅踊跃参

与区域国别学的创建过程ꎬ 而且清醒地认识到新学科可能带来的重大发展机

遇———通过与历史学、 政治学、 经济学、 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相互渗透与融合

发展ꎬ 传统非洲研究有可能取得前所未有的新突破ꎬ 探索打造出中国自主的

非洲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与理论范式ꎮ① 在此背景下ꎬ 将非洲地域性研究与人

类学专业性分析进行有效 “嫁接” 的非洲人类学研究ꎬ 不仅重要性显著攀升ꎬ
而且亟需拓展新思维、 新内容与新方法ꎮ

非洲人类学对于构建非洲区域国别学意义重大ꎬ 但是此 “非洲人类学”
并非彼 “非洲人类学” ———不是简单地将西方的非洲人类学 “拿来即用”ꎬ
而是要探索全新的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非洲人类学ꎮ 后者的发展需要在

一系列重要基础理论问题上取得进展ꎬ 其中包括对非洲人类学 “本土化” 发

展路径的认识问题ꎮ 事实上ꎬ 国内学术界近年来关于 “非洲人类学” 的研究

已经取得了不少进展ꎬ 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几个方面: 一是尝试廓清人类学

与非洲为何会结下 “不解之缘”ꎮ 有学者较为系统地梳理了非洲人类学发展的

早期历程ꎬ 指出人类学是如何 “发现” 非洲ꎬ 以及丰富多样的 “非洲田野”
如何促就人类学学科成长的历史过程ꎮ② 二是从学术史角度划分非洲人类学的

几个发展时期ꎬ 如概括为殖民主义时期、 非殖民化时期和后现代时期的非洲

人类学 ３ 个阶段ꎻ③ 或者归纳的名称略有不同ꎬ 但内涵基本类似的历史分期ꎬ
包括殖民主义时期、 去殖民化时期和现代时期的非洲人类学ꎮ④ 三是综合介绍

人类学非洲研究整体的历史与现状或者非洲某一区域的人类学的发展情况ꎬ
学者们注意到了西方人类学非洲研究、 非洲本土人类学和中国人类学非洲研

究的不同研究侧重点ꎮ⑤ 四是回溯和总结当代中国非洲人类学研究的发展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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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ꎬ 国内的非洲学界高度关注与积极参与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ꎬ 召开过多次重要会议、
论坛等进行专题研讨ꎬ 多位资深非洲研究学者纷纷撰文发声ꎬ 阐释对新学科构建的理解与认识ꎮ 参见

李安山: «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 历史、 目的与方法»ꎬ 载 «云大地区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７２ ~
１９６ 页ꎻ 刘鸿武: «中国区域国别之学的历史溯源与现实趋向»ꎬ 载 «国际观察»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５３ ~ ７３ 页ꎮ
马燕坤: «人类学对非洲的发现与重现»ꎬ 载 «世界民族» 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５０ ~ ５４ 页ꎮ
潘华琼: «非洲人类学研究: 希望与困难并存»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００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４７ ~５１ 页ꎮ
蒋俊: «非洲人类学: 演进、 实践与启示»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６８ ~ ７２ 页ꎮ
徐薇: «人类学的非洲研究: 历史、 现状与反思»ꎬ 载 «民族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１１ ~

１２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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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ꎬ 划分出萌发时期、 «民族译丛» 时期、 民族学—人类学转向时期和海外民

族志时期等阶段ꎬ 并尝试对未来发展方向提出新思考ꎮ① 上述研究体现出目前

国内学术界对 “非洲人类学” 的认识ꎬ 具有整体性、 基础性和必要性ꎮ 诚然ꎬ
从研究的广度、 深度与细度而言ꎬ 上述成果稍显 “初步与浅层”ꎬ 存在着一些

认识上的 “短板”ꎬ 特别是对以 “非洲为中心” 的非洲人类学研究探索较少ꎮ
客观而言ꎬ 中国的非洲人类学研究与国际学术界尚存一定差距ꎬ 表现在对非

洲人类学自身地位与研究特性的把握有所不足ꎬ 以及对非洲人类学的新发展

认识有所不足等方面ꎮ
鉴此ꎬ 本文聚焦于中国的非洲人类学建设这一关键问题ꎬ 特别选取埃塞

俄比亚 (以下简称 “埃塞”) 作为典型案例ꎬ 展开国别发展经验的深入讨论ꎮ
整体来看ꎬ 非洲人类学发展至今ꎬ 在世界各国国情与学术传统背景下ꎬ 逐渐

衍生出了多种学术体系与派别ꎬ 宏观上至少可以区分出西方国家的非洲人类

学、 非洲国家的本土人类学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非洲人类学

等ꎮ 长期以来ꎬ 西方的非洲人类学最具学术 “话语权” 与影响力ꎬ 而非洲国

家的本土人类学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非洲人类学研究则受到不同程度的轻忽ꎮ
事实上ꎬ 历经 ２０ 世纪中期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洗礼与去殖民化学术思潮的强

力冲刷ꎬ 非洲国家也相继开始发展本土人类学研究ꎮ 非洲本土人类学研究者

从初期的简单模仿或照搬欧美人类学的教学与科研思路ꎬ 到逐渐扎根国情与

新时期的现代化发展需要ꎬ 努力探索这门学科新的学术功能与实践意义ꎬ 其

探索不仅推进了关于非洲多型态民族问题与文化现象的深刻理解ꎬ 而且日益

凸显出非洲问题意识、 非洲研究视角与非洲理论思路ꎮ 对于这些重要的本土

学术动向ꎬ 中国学界的了解相对不够充分与及时ꎮ 同时ꎬ 值得注意的是ꎬ 非

洲本土人类学的内涵与发展路径也是非常丰富多元的ꎬ 仅通过 “望远镜” 的

远距离观察难以阐释清楚ꎬ 只有通过 “近景细察” 和 “典型案例深析” 才可

能取得准确认识ꎬ 为此ꎬ 特别需要开展具体的国别人类学发展经验研究ꎬ 这

也是本文选择埃塞人类学为典型案例进行讨论的主要动因ꎮ
埃塞及其人类学研究在非洲国家中富有代表性: 一则ꎬ 拥有 ３ ０００ 多年文

明史的埃塞具有突出的民族文化丰富性和多样性ꎬ 是非洲人类学重要的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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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袁丁、 沈玉宁: «当代中国非洲人类学研究综述»ꎬ 载 «中国非洲研究评论» 总第八期ꎬ 第

１０１ ~ １３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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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之一ꎬ 它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 多语言、 多宗教信仰和多元文化的国家ꎬ
现有 ８０ 多个民族ꎬ 有 “民族博物馆” 与 “少数民族国度” 之称ꎮ① 二则ꎬ 透

过埃塞人类学发展历程ꎬ 可以看到非洲国家的人类学如何从一门 “外来移植”
的学问ꎬ 到在非洲本土社会 “初步融入”ꎬ 再到逐渐寻求 “扎根与创新发展”
的完整过程ꎮ 三则ꎬ 这是基于研究可行性的考量ꎮ 关于埃塞人类学的发展历

程ꎬ 国际学术界已有学术史方面的专门性研究ꎬ 埃塞学术界积淀了多种类型

的丰富资料ꎬ 而笔者自身也曾两度赴埃塞开展田野调查与从事多项课题研究ꎬ
对埃塞人类学界有直观认识与多层面了解ꎮ 鉴此ꎬ 本文系统回溯了埃塞人类

学发展之路ꎬ 并尝试拓展传统的学术史研究思路ꎬ 从新的 “机构” 研究线索

出发ꎬ 观察和分析埃塞最重要的人类学教学研究机构是如何具体践行 “本土

化” 转向的ꎬ 重点对其中最重要的知识拓展与理论创新———埃塞学者立足家

乡田野调查所撰写的新型非洲本土民族志ꎬ 进行深度案例解析ꎮ 简言之ꎬ 本

文希冀通过准确描摹和具体分析非洲国家人类学的 “本土化” 发展路径ꎬ 扎

实推进对当前非洲人类学与国别发展经验的深层理解ꎬ 从而为中国的非洲人

类学发展提供宝贵的 “非洲本土经验” 参考ꎬ 并提出中国的非洲人类学 “本土

化” 发展的新思考ꎮ

一　 非洲人类学发展之路: 埃塞学术史中的 “两条线索”

尽管埃塞在非洲人类学研究领域具有独特价值ꎬ 但在 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

代ꎬ 欧美人类学界还没有特别关注埃塞研究ꎬ 这是因为当时的英国学者忙于

从众多殖民地中选择田野点ꎬ 而美国学者多关注美洲大陆上的印第安人及其

文化ꎮ 直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 欧美人类学界对埃塞的研究兴趣开始上升ꎬ 美

国、 英国、 瑞典、 法国和德国的人类学者ꎬ 陆续来到埃塞开展田野工作ꎬ 他

们撰写民族志作品ꎬ 向外界部分地揭示了埃塞民族与文化异常丰富的内涵和

独特魅力ꎮ 有多位西方学者曾梳理过埃塞人类学的发展历程ꎬ 如美国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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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埃塞有奥罗莫族、 阿姆哈拉族、 提格雷族和索马里族等 １１ 个较大民族ꎬ 占全国人口的 ８９％ ꎬ
另外还有 ７０ 多个小少民族ꎬ 占全国人口的 １１％左右ꎮ 埃塞每 １０ 年举行一次全国人口普查ꎬ 其统计数

据公认较为权威ꎮ 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应于 ２０１７ 年举行ꎬ 但由于诸多原因ꎬ 一延再延ꎬ 迄今为止大部

分重要的民族人口统计数据并没有更新ꎬ 因此ꎬ 埃塞民族人口数字仍需根据 ２００７ 年人口普查统计数据

整理ꎮ 根据估算ꎬ ２０１７ 年的统计数据各族人口有所上升ꎬ 但各民族占国内人口的基本比例没有发生显

著变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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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赫伯特􀅰Ｓ􀆰 刘易斯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Ｓ􀆰 Ｌｅｗｉｓ) 是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最早赴埃塞开展

田野调查的人类学者之一ꎬ 近年来他仍笔耕不辍ꎮ 在其多篇论文或著作章节

中ꎬ 他从亲历者的视角出发ꎬ 介绍了埃塞人类学 ７０ 年来的学科发展过程ꎮ①

约翰􀅰艾彬克 (Ｊｏｎ Ａｂｂｉｎｋ) 也是一位在埃塞人类学史研究中建树颇丰的学

者ꎬ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广泛涉猎埃塞田野调查和人类学研究ꎬ 他也一直

较为关注埃塞人类学史研究ꎮ １９９０ 年ꎬ 艾彬克出版了 «埃塞俄比亚社会与历

史: 关于埃塞研究的编年史 (１９５７ ~ １９９０ 年)»ꎬ 书中记述了很多研究埃塞的

人类学者和著作ꎬ 以及相关学术会议等信息ꎬ 对于梳理埃塞人类学的发展脉

络极具资料参考价值ꎮ② 通过研读埃塞人类学文献和访谈多位埃塞人类学者可

以发现ꎬ 在过往探究埃塞的人类学发展史过程中ꎬ 西方学者主要是沿着 “两
条线索” 展开梳理: 第一条线索ꎬ 可以称为 “阶段” 线索ꎬ 即按照埃塞的社

会政治历史分期ꎬ 分别记述埃塞人类学的几个发展阶段与当时的研究内容ꎻ
第二条线索ꎬ 可以称为 “会议” 线索ꎬ 则是追踪历届 “埃塞俄比亚研究国际

会议”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ＩＣＥＳ) 的举办情况ꎬ 详细

记录在这一最主要的埃塞研究国际学术舞台上ꎬ 各国人类学家的参与度与成

果发表情况ꎬ 从外部视角反映出埃塞人类学研究的成长与变化ꎮ
(一) “阶段” 线索: 埃塞人类学研究的初兴与拓展

循着第一条线索ꎬ 刘易斯和艾彬克等学者将学科发展与该国特殊的社会

与政治环境紧密联系ꎬ 划分出埃塞人类学的几个发展阶段ꎮ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

代至今ꎬ 埃塞经历了几个不同的政治时期:
一是海尔􀅰塞拉西一世统治时期ꎮ 当时埃塞试图推行一种皇室主导的现

代化进程ꎬ 实行了一些开放性政策ꎬ 如允许建立新的学校 (包括 １９５１ 年成立

的两年制亚的斯亚贝巴学院) 和派留学生到海外接受教育等ꎬ 由此人类学等

学科开始被引入埃塞并获得初步发展ꎮ 刘易斯等学者认为ꎬ 从 ５０ 年代中期到

７０ 年代中期的 ２０ 年间ꎬ 人类学在埃塞经历了相对顺利的发展时期ꎬ 多项田野

调查工作得以开展ꎬ 并产出了一批引起国际人类学界关注的埃塞民族志作品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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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赫伯特􀅰Ｓ􀆰 刘易斯关于埃塞人类学发展历程的回忆与记述ꎬ 散布于其各时期的多篇 (部) 著

述中ꎮ Ｓｅｅ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Ｓ􀆰 Ｌｅｗｉｓꎬ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ꎬ １９５０ｓ － ２０１６”ꎬ Ａ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 ｓ Ｖｉｅｗꎬ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ｏｕｔ Ｗｉｓｅ Ｏｌｄ Ｍｅｎ: Ｓｉｘ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ｏｆ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Ｆｒｏｂｅｎｉｕ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ꎬ ｉｎ Ｓａｂｉｎｅ Ｄｉｎｓｌａｇｅꎬ
Ｓｏｐｈｉａ Ｔｈｕｂａｕｖｉｌｌｅ ｅｄｓ􀆰ꎬ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Ｓｔｕｄｉｅｎ ｚｕｒ Ｋｕｌｔｕｒｋｕｎｄｅꎬ Ｖｏｌ􀆰 １３１ꎬ Ｂｅｒｌｉｎ: Ｒｅｉｍｅｒꎬ ２０１７ꎬ ｐｐ􀆰 ２７ －４６􀆰

Ｊｏｎ Ａｂｂｉｎｋꎬ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９５７ － １９９０ꎬ
Ｌｅｉｄｅ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ｅｎｔｒｅꎬ 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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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唐纳德􀅰Ｎ􀆰 莱文 (Ｄｏｎａｌｄ Ｎ􀆰 Ｌｅｖｉｎｅ) 通过细致观察与描述阿姆哈拉乡村的

农民及其生活在首都的亲戚之间的文化差异ꎬ 撰写了 «蜡与金: 埃塞俄比亚

文化的传统与创新» (１９６５ 年)ꎬ 时至今日ꎬ 该书仍不时引起学界的讨论热

情ꎻ① 阿斯玛戎􀅰莱格西 (Ａｓｍａｒｏｍ Ｌｅｇｅｓｓｅ) 关注到了奥罗莫人中 “加达”
体系这一重要主题ꎬ 他深入到南部游牧部落的博拉纳人中进行实地调查ꎬ 其

著作 «加达: 研究非洲社会的三种方法» (１９７３ 年) 获得了较高的学术声誉ꎬ
并且后续还对埃塞奥罗莫族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实际层面的政治影响ꎮ②

二是革命运动与德格统治时期ꎮ １９７４ 年门格斯图领导的军事政变推翻了

君主统治ꎬ 社会主义埃塞临时军政府 (简称 “德格”) 开始掌控政局ꎬ 这一

时期终结了帝制时代当政者对社会科学研究相对宽松的态度ꎬ 人类学家在埃

塞各地的田野调查计划难以如期实施ꎬ 只有少量学者得以继续坚持田野调查

和民族志研究ꎬ 唐纳德􀅰多纳姆 (Ｄｏｎａｌｄ Ｄｏｎｈａｍ) 就是其中之一ꎮ 他在德格

时期成功开展了田野调查ꎬ 收集了大量一手资料ꎬ 记录下了那一时期马阿勒

地区 (Ｍａａｌｅ) 的革命运动与社会生活变迁ꎬ 后来出版了 «埃塞俄比亚马阿勒

地区的工作和权力» (１９９４ 年) 以及 «马克思主义现代化: 埃塞俄比亚革命

的民族志史» (１９９９ 年) 两部重要著作ꎬ 其著述对于理解德格时期的埃塞社

会与文化极具价值ꎮ③

三是 １９９１ 年后新的政治时期ꎮ 在埃塞人民革命民主阵线 (ＥＰＲＤＦ) 领导

下ꎬ 德格统治被推翻ꎮ 新的中央政府改弦更张ꎬ 效仿东亚的 “发展型国家”
模式ꎬ 启动了雄心勃勃的社会经济变革ꎮ 在这一时期ꎬ 人类学研究在埃塞的

“风评” 时有起伏———主要因为人类学者与环保主义者等人士对政府的大量发

展计划不时提出异议ꎬ 如反对政府修建大型水坝或在牧区建立种植园等ꎮ 在

一些政府官员看来ꎬ 人类学家不关心埃塞国家能不能实现发展问题ꎬ 他们只

想让游牧者永远保持 (落后的) 生活方式以吸引游客ꎮ④ 当然ꎬ 尽管存在上

􀅰７３１􀅰

①

②

③

④

Ｄｏｎａｌｄ Ｎ􀆰 Ｌｅｖｉｎｅꎬ Ｗａｘ ａｎｄ Ｇｏｌ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６５􀆰

Ａｓｍａｒｏｍ Ｌｅｇｅｓｓｅꎬ Ｇａｄａ: Ｔｈｒｅ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７３􀆰

Ｓｅｅ Ｄｏｎａｌｄ Ｄｏｎｈａｍꎬ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Ｍａａｌｅꎬ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４ꎻ Ｄｏｎａｌｄ Ｄｏｎｈａｍꎬ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ｎ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ꎬ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９􀆰

时任埃塞总理梅莱斯在一次演讲中表达过上述观点ꎮ 详见前文有关赫伯特􀅰Ｓ􀆰 刘易斯的注

释ꎬ 刘易斯在介绍埃塞人类学发展阶段 (１９５０ ~ ２０１６ 年) 时曾转述梅莱斯的话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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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问题ꎬ 这一时期的埃塞田野还是吸引了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ꎬ 日本、
法国和德国的人类学者也陆续到埃塞开展田野调查和相关研究ꎮ

(二) “会议” 线索: 多学科涉猎与向广义方向发展

循着第二条线索ꎬ 学术史研究者认为ꎬ 从历届 “埃塞俄比亚研究国际会

议” (ＩＣＥＳ) 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国际范围的人类学者对埃塞研究的参与度

与研究进展ꎬ 因而可从外部视角观察到埃塞人类学的整体进阶过程ꎮ
“埃塞俄比亚研究国际会议” 是埃塞研究最重要的国际学术平台ꎬ 人类学

家从 １９５９ 年的第一届会议开始就参与其中ꎮ 第一届会议在意大利罗马举办ꎬ
规模较小ꎬ 当时主要是研究埃塞的语言学家、 语文学家 (研究文本) 和历史

学家参与ꎮ 在学者提交的 ３５ 篇会议论文中ꎬ 仅有一位人类学家贡献了基于田

野调查的民族志研究ꎬ 即唐纳德􀅰Ｎ􀆰 莱文的 «论阿姆哈拉世界中的时空观»ꎮ
１９６３ 年ꎬ 第二届会议在英国曼彻斯特举办ꎬ 参会学者的专业领域有所扩展ꎮ
参会者除了传统的语言学、 语文学和历史学者外ꎬ 还增加了法律、 人类学和

社会学者ꎮ 在该次会议与会者提交的 ３６ 篇论文中ꎬ 有 ３ 篇属于人类学范畴:
阿斯玛戎􀅰莱格西撰写了 «加达体系: 关于博罗那地区社会结构的一项田野

研究» 一文ꎬ 赫伯特􀅰Ｓ􀆰 刘易斯贡献了 «对加拉社会政治制度的再思考»ꎬ 唐

纳德􀅰Ｎ􀆰 莱文提交了 «曼兹人的历史与文化»ꎮ １９６３ 年的会议显示出埃塞研

究开始从传统的东方学研究兴趣ꎬ 逐渐转向关注现实问题与新型人文社科研

究ꎮ １９６６ 年的第三届会议在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办ꎬ 会议规模较前显著

扩大ꎬ 有 １０５ 位不同专业方向的学者参会ꎬ 涉及历史学、 语言学、 语文学、
地理学、 人类学、 法学和政府研究等领域ꎮ 人类学者积极参与了此次会议ꎬ
亚伦􀅰荷本 (Ａｌｅｎ Ｈｏｂｅｎ)、 乔治斯􀅰萨瓦德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Ｓａｖａｒｄ)、 鲍尔􀅰巴克

斯特 (Ｐａｕｌ Ｂａｘｔｅｒ) 等 １２ 位学者贡献了论文ꎬ 涉及了多个以往未曾触及过的

主题ꎬ 如城市化、 土地保有权、 社会流动性ꎬ 以及阿法尔族群中的婚姻现象、
奥罗莫族社会组织研究等ꎮ①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受到国际局势 (冷战与美苏角逐) 和埃塞国内政局

(德格时期) 等因素的影响ꎬ 埃塞研究国际会议的举办也出现了一些分歧与波

动ꎮ １９７２ 年和 １９７３ 年相继举办了两场意见相左且有一定竞争性的会议ꎬ 前者

􀅰８３１􀅰

① 关于埃塞俄比亚国际学术会议的会议信息与论文情况ꎬ 详细内容可参见历次会议的会议日程ꎬ
艾彬克、 刘易斯等学者在阐述埃塞人类学史时ꎬ 均介绍过多届会议的参加者及其论文主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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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埃塞研究国际学术委员会的背书支持ꎬ 在意大利罗马举办ꎬ 主题回归传

统研究兴趣ꎬ 聚焦古代 (阿克苏姆时期) 的埃塞及其与外部力量的关系等问

题ꎻ 后者则由 “新世代” 美国社科研究者在密歇根州立大学举办 (他们没有

获邀参加 １９７２ 年的埃塞会议)ꎬ 这一届的会议主题与罗马会议迥然不同ꎬ 聚

焦 “新埃塞” 的宗教与社会、 现代化、 法律与发展、 语言与交流等现实问题ꎮ
参会的人类学者非常踊跃ꎬ 他们贡献了 ３０ 篇会议论文中的 １０ 篇ꎮ① １９７７ 年尼

斯会议和 １９７８ 年芝加哥会议出现了不同的情况ꎬ 尼斯会议的 ４０ 篇会议论文

中仅有 ４ 篇涉及人类学主题ꎬ 全部由西方学者提供ꎻ 在更倾向现当代埃塞研

究的芝加哥会议上ꎬ 则有 １３ 位人类学者提交了论文ꎬ 其中包括 １ 位埃塞

学者ꎮ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 ５ 届会议中ꎬ 除 １９８６ 年的莫斯科会议外ꎬ 其他的如

特拉维夫会议、 亚的斯亚贝巴会议等ꎬ 几乎每届都有 １０ 多位人类学者与会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特别是迈入 ２１ 世纪后ꎬ 埃塞国际学术会议上的人类学声

音益发响亮———１９９４ 年京都会议ꎬ 创纪录地有接近 ４０ 位人类学者参会ꎬ ２００３
年的汉堡会议上也有超过 ３０ 位人类学者出席ꎮ 这一时期从事埃塞研究的人类

学家的国别构成也在逐渐多元化ꎬ 除美国人类学者外ꎬ 埃塞本土学者、 德国

和日本学者成为新的研究力量ꎮ②

循着上述两条学术史研究线索ꎬ 可以比较清晰地了解到埃塞人类学研究

的发展脉络、 宏观历史分期和代表性成果ꎬ 从而形成对埃塞人类学发展的

“整体印象”ꎮ 总的来看ꎬ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ꎬ 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

阶段ꎮ 在国别层面ꎬ 埃塞的政治格局和民众社会生活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革ꎬ
不断涌现出的新问题需要人类学者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作出新的回答ꎮ 在

此背景下ꎬ 传统的非洲人类学研究范式显得捉襟见肘ꎬ 不得不借助其他相关

学科的理论和方法ꎮ 由此ꎬ 人类学家们的研究领域也逐渐拓展ꎬ 研究内容愈

加丰富ꎬ 涌现出一系列新的人类学分支领域ꎬ 这构成战后非洲人类学发展的

重要特征之一ꎮ 这一特点在埃塞人类学发展过程中多有体现ꎮ 艾彬克通过观

􀅰９３１􀅰

①

②

Ｒｉｔａ Ｐａｎｋｈｕｒｓｔꎬ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 Ｌｏｏｋ ａｔ ｔｈｅ Ｐａｓｔ”ꎬ ｉｎ Ｓｖｅｎ
Ｒｕｂｅｎｓｏｎ ｅｄ􀆰ꎬ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Ｌｕｎｄꎬ ２６ －
２９ Ａｐｒｉｌꎬ １９８２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１９８４ꎬ ｐｐ􀆰 １ － ９􀆰

赫伯特􀅰Ｓ􀆰 刘易斯立足埃塞研究国际学术会议的会议日程资料ꎬ 进一步梳理了潘赫斯特与艾

彬克等人的相关研究ꎬ 较为系统清晰地阐述了这一国际学术会议舞台上人类学者的参与和贡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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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和分析历届埃塞俄比亚研究国际会议ꎬ 指出埃塞人类学的发展历程ꎬ 显示

出研究领域不断向广义方向拓展趋势ꎬ 涉及经济人类学、 政治人类学、 生态

环境人类学、 城市人类学、 社会组织、 亲属关系、 性别研究、 种族和民族关

系、 侨民和跨民族主义、 冲突研究ꎬ 以及世界观、 多种宗教、 认知与文化象

征、 民间传说与土著知识等丰富多元的主题ꎮ①

二　 非洲人类学机构中的 “本土化” 叙事: 第三条 “机构” 线索

在进一步研读埃塞人类学更多资料之后可以发现ꎬ 有些文献记述了埃塞

各地人类学研究机构的发展变迁ꎬ 反映出在组织架构下的多种 “本土化” 实

践ꎮ 但相关叙述往往散落于各种书籍的序言、 论文或会议总结之中ꎬ 一直缺

乏系统整理和深入分析ꎮ 由此ꎬ 聚焦于人类学教学研究机构的特殊场域ꎬ 可

以直接观察和具体分析埃塞人类学 “本土化” 转向的发生过程与基层经验ꎬ
从而对前述研究形成必要补充ꎬ 为已有的 “宏观图景” 填补生动的 “微观细

节”ꎮ 因此ꎬ 在探究埃塞人类学发展史时ꎬ 有必要突破传统学术史研究中的

“两条线索”ꎬ 拓展出第三条新的 “机构” 研究线索ꎮ
(一) 机构 “素描”: 埃塞本土人类学机构的崛起

埃塞本土的人类学研究主要集中于大学和研究所等机构ꎬ 其中又以亚的

斯亚贝巴大学 (以下简称 “亚大”) 的人类学研究实力最强和影响最大ꎮ 亚

大成立于 １９５１ 年ꎬ １９５２ 年开始与伦敦大学联合办学ꎮ 该校包括人类学在内的

人文社科研究极有特色ꎬ 拥有 ５ 所博物馆ꎬ 校园内的国家博物馆甚至珍藏着

举世闻名的古人类 “露西” 的骨骼化石ꎮ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开始ꎬ 亚大开始发展自己的埃塞研究ꎬ 其较为侧重的

领域为历史学、 文学、 语言学和人类学ꎮ② 当时ꎬ 亚大还特别建立了民族学学

会和文物库ꎬ 学者们多方收集埃塞各地区的民族文物ꎮ １９６３ 年 １ 月ꎬ 亚大正

式成立了埃塞研究所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ＩＥＳ )ꎬ 专门负责开展

与埃塞有关的多个领域研究ꎮ 在创立伊始ꎬ 埃塞研究所主要包括三部分: 阿

􀅰０４１􀅰

①

②

Ｊｏｎ Ａｂｂｉｎｋ􀆰 “ Ｔｈ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１: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ｓ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４３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１０３ － １４８􀆰

Ｂａｙｅ Ｙｉｍａｍ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Ｅｄｉｔｏｒ ’ ｓ Ｎｏｔｅ )ꎬ Ｖｏｌ􀆰 ＸＸＸＩＶꎬ Ｎｏ􀆰 １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０１􀆰 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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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哈拉语相关收藏、 图书馆和博物馆ꎮ 阿姆哈拉语收藏部分汇聚了以该语言

出版的书籍、 小册子和各种期刊ꎻ 图书馆主要收藏以埃塞为主题的珍贵图书ꎻ
博物馆则构成了研究所最具特色的部分ꎬ 设有民族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ꎬ 前

者收集整理埃塞各民族文物ꎬ 馆藏中包括用于制作埃塞最著名饮食 “英吉拉”
(Ｉｎｊｅｒａ) 的特殊作物麦麸ꎬ 举行 “咖啡仪式” 的各色器皿ꎬ 以及用树枝搭建

的窝棚式民族建筑和历史悠久的羊皮鼓等乐器ꎬ 生动呈现了埃塞各民族的生

活场景与文化习俗ꎻ 历史博物馆虽然初建时规模不大ꎬ 但与国际学术界的埃

塞历史研究紧密结合ꎬ 也取得了较快发展ꎮ 在整个 ６０ 年代ꎬ 埃塞研究所一直

致力于打造坚实的本土资料基础ꎬ 尤其在民族志材料的采集方面进展显著ꎬ
包括开展了对埃塞全国范围的教堂和寺院收藏的手稿进行广泛调查ꎬ 还详细

记录 (录音) 各民族的音乐、 演唱 (吟唱)、 诗歌和其他以口述形式表达的

传统等ꎮ①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至 ８０ 年代间ꎬ 亚大的埃塞研究所和社会科学学院 (包括

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系等) 的学者ꎬ 积极从事着以埃塞各民族为主要对象的

历史学、 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ꎬ 不过当时仍主要以来自欧美的白人教职人员

为主ꎮ 例如ꎬ 曾长期担任埃塞研究所所长的理查德􀅰潘克赫斯特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Ｐａｎｋｈｕｒｓｔ) 博士ꎬ 是英国著名女权运动代表人物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

(Ｓｙｌｖｉａ Ｐａｎｋｈｕｒｓｔ) 之子ꎬ 他撰写了 «埃塞经济史导论» «１９ 世纪至 ２０ 世纪埃

塞随笔集» 等 ２０ 多部重要著作ꎬ 被认为是对埃塞历史与文化研究贡献卓越的

元老级人物ꎮ 而当时的亚大社会科学学院也基本以欧美教授和助教为主ꎬ 上

述情况直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和 ９０ 年代初期才悄然发生变化ꎮ
(二) 项目引领: 加快本土专业人才培养

１９８８ 年ꎬ 亚大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系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ꎬ ＳＯＳＡ) 与挪威的科里斯蒂安􀅰麦克尔逊研究所 (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Ｍｉｃｈｅｌｓｅ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ＣＭＩ) 开展合作ꎬ 在 １９９０ 年启动了联合培养 “文学硕士”
项目ꎬ 旨在培养通晓理论和研究方法的社会人类学专业人才ꎬ 对埃塞多样化

的社会、 文化、 政治和经济体系开展调查研究ꎬ 大力促进埃塞建立起自己的

社会人类学新学科ꎮ 该项目包括两种培养方式: 一种是需要完成毕业论文的

􀅰１４１􀅰

① Ｋａｓｓａ Ｗｏｌｄｅ Ｍａｒｉａｍ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ꎬ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１ꎬ Ｎｏ􀆰 ３ꎬ １９６３ꎬ ｐｐ􀆰 ３８３ － ３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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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制项目ꎬ 学生用一年时间学习 ８ 门课程ꎬ 再用一年时间完成论文 (包括

提交开题报告、 进行田野调查、 数据分析和撰写文本)ꎻ 另一种是历时一年半

的无需写论文的培养项目ꎬ 学生在 ３ 个学期内修习 １０ 门课程ꎬ 包括 “项目管

理” 与 “埃塞新社会问题研究” 两门课程ꎬ 以提升学生在项目管理方面的实

操能力ꎬ 同时注重培养学生对埃塞当前现实问题的理解和分析能力ꎮ
这一培养埃塞社会人类学专门人才的硕士项目取得了显著成效ꎮ 在 １９９３

年至 ２００６ 年的 １３ 年间ꎬ 共有 １８４ 名学生完成学业 (其中 １５１ 名学生是两年制

学业ꎬ ３３ 名学生属于无论文培养项目)ꎮ 从学生完成论文的主题来看ꎬ ２１％聚

焦埃塞农业和与之相关的生计问题ꎻ １９％ 以上的论文讨论了移民与重新安置

等问题ꎻ １３％的论文关注艾滋病和其他社会问题ꎻ 约 １０％ 的论文讨论性别问

题ꎻ 其他论文研究了更为多样化的主题ꎬ 涵盖了族群冲突与治理、 本土知识

与实践、 民间组织与非政府组织ꎬ 信仰体系、 仪式和艺术ꎬ 以及民族关系和

教育等内容ꎮ 这一项目所有的毕业论文都立足于扎实的埃塞本土田野调查ꎬ
从调查区域来看ꎬ 覆盖面也相当广泛ꎬ 涉及奥罗米亚州、 南方多民族州、 阿

姆哈拉州和首都地区等ꎮ①

联合培养项目产生了长尾效应———不少埃塞学生毕业后寻求到挪威、 英

国等国继续攻读人类学、 社会学博士学位ꎮ 他们在获取博士学位之后ꎬ 一些

人返回埃塞从事教学科研ꎬ 使得这一阶段埃塞人类学、 社会学方面的本土学

者数量持续攀升ꎮ ２０１３ 年ꎬ 笔者到亚大进行学术访问ꎬ 在同埃塞研究所及社

会学和社会人类学系的学者座谈与交流时ꎬ 发现这两个机构中有不少学者曾

获益于亚大和挪威的联合培养项目ꎮ②

(三) 本土 “创制”: 民族志研究转向 “书写自我”
研究显示ꎬ 亚大的人类学 “本土化” 转向不仅包括多层内容ꎬ 而且是一

个渐变过程ꎮ 一则ꎬ 体现为人员的 “本土化”ꎮ 在几十年间ꎬ 从事人类学教学

与科研的人员构成发生了实质性改变ꎬ 由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欧美外来学者的

单一构成与完全主导ꎬ 到 ９０ 年代以后埃塞本土学者通过各种途径成长起来ꎬ
逐渐构成主体并发挥骨干作用ꎮ 二则ꎬ 彰显研究思路的 “本土化”ꎮ 从起步阶

段开始ꎬ 亚大的人类学研究就非常重视本土民族文物收集和博物馆建设ꎬ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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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Ｇｅｂｒｅ Ｙｎｔｉｓｏꎬ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Ｗａｌｉｓｏ Ｏｒｏｍｏ ｏｆ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Ｍａｃｈａꎬ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ｕｍａ” (Ｆｏｒｅｗｏｒｄ)ꎬ ｉｎ Ｄｅｊｅｎｅ Ｇｅｍｅｃｈｕ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ｉｅｓꎬ Ｎｏ􀆰 １５ꎬ ２００７ꎬ ｐ􀆰 ｘ􀆰

此信息源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笔者在埃塞开展田野调查和学术交流时记录的访谈笔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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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整理了埃塞各地丰富的历史文献、 宗教经卷和手稿ꎬ 以及多类民族文物等ꎮ
立足于这些珍贵的文物与资料ꎬ 相关学者取得了有关埃塞民族文化和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多项研究进展ꎬ 并在多个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代表性成果ꎮ 三则ꎬ
民族志研究凸显 “本土化” 特点ꎮ 受过人类学专业训练的埃塞学者ꎬ 深入本

土田野开展调查ꎬ 撰写出了一批形制规范、 内涵丰富的新型本土民族志ꎬ 并

初步显示出与传统西方非洲民族志不太一样的问题意识与写作特色ꎮ 在这其

中ꎬ 第三项埃塞民族志研究的本土化探索尤其重要———对我们理解 “埃塞人

如何研究埃塞 (民族与文化)” 与 “本土化” 理论创新极有助益ꎮ 现以德杰

尼􀅰格麦楚 (Ｄｅｊｅｎｅ Ｇｅｍｅｃｈｕ) 撰写的奥罗莫族冲突与冲突解决的本土民族

志为例展开讨论ꎮ① 格麦楚是奥罗莫族人ꎬ 以奥罗莫语为母语ꎬ 在学习人类学

过程中ꎬ 他发现从人类学角度探究埃塞奥罗莫族的冲突及其解决办法的研究

非常欠缺ꎮ 基于此ꎬ 他回到自己的家乡ꎬ 对瓦莱索 (Ｗａｌｉｓｏ) 地区的奥罗莫

人展开调查ꎬ 并以民族志的方式详细记录和分析了当地的冲突形式、 冲突处

理机制与实践ꎬ 其研究中还首度收集了较多与自杀行为有关的案例ꎮ② 与过往

研究相比ꎬ 该本土民族志在问题意识、 田野工作、 研究思路和理论观点等方

面均显示出诸多变化ꎮ
一是聚焦新的研究主题和侧重点ꎬ 致力于填补传统埃塞人类学研究空白ꎮ

克努特松 (Ｋｎｕｔｓｓｏｎ) 等西方学者关注过瓦莱索奥罗莫人运用传统法律机构处

理各种争端的现象ꎬ 也记述过该地区的 “大多数” 冲突 (特别是日常的细小

纷争)ꎬ 在社区层面由当地长者 ( ｅｌｄｅｒｓ) 调停处理ꎻ 一些无法调停的纷争ꎬ
则交由神灵或者宗教机构以及 “古玛” 仪式处理等ꎮ③ 作为 “局内人”ꎬ 格麦

楚对当地文化和社会机制极为了解ꎬ 他很快发现西方学者对于古玛习俗的研

究存在诸多欠缺ꎬ 如当地为何会长期依靠传统处理争端的机制? 处理杀人

(自杀) 等严重纷争的 “古玛” 仪式究竟如何发挥作用? 奥罗莫族习惯法与

􀅰３４１􀅰

①

②

③

从 ２００３ 年开始ꎬ 亚的斯亚贝巴大学的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系进一步扩大了与科里斯蒂安􀅰麦

克尔逊研究所的合作ꎬ 并且在挪威发展合作署 (ＮＯＲＡＤ) 的经费支持下ꎬ 开始出版 “社会人类学系

列文库”ꎮ 文库中收录的主要是亚大与挪威科里斯蒂安􀅰麦克尔逊研究所联合培养计划中涌现出的优

秀人类学博士和硕士论文ꎬ 格麦楚贡献了第 １５ 集ꎮ
Ｄｅｊｅｎｅ Ｇｅｍｅｃｈｕꎬ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Ｗａｌｉｓｏ Ｏｒｏｍｏ ｏｆ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Ｍａｃｈａꎬ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ｕｍａ”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ｉｅｓꎬ Ｎｏ􀆰 １５ꎬ ２００７ꎬ ｐｐ􀆰 ｘｉｉ － ｘｉｖ􀆰
Ｋａｒｌ Ｅｒｉｃ Ｋｎｕｔｓｓｏｎꎬ Ａｕｔｈ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Ｋ’ａｌｌｕ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ｃｈａ Ｇａｌｌａ ｏｆ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ꎬ Ｇｏｔｅｂｏｒｇꎬ １９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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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政府机构和法律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 格麦楚决定重点解决两个以往研

究不足的重要问题: 一是在奥罗莫族社会政治经济整体背景下ꎬ 描述清楚

“古玛” 仪式究竟是什么与如何发挥作用ꎬ 以此揭开其长期笼罩的神秘 “面
纱”ꎻ 二是以丰富事实说明当地的传统习惯法与国家正规法律之间存在既相互

矛盾又相互补充的复杂关系ꎮ
二是成功进行本土田野调查ꎬ 在 “观察自我” 方面取得突破ꎮ 格麦楚受

过专门的人类学方法训练ꎬ 熟知应如何开展田野调查ꎮ 不仅如此ꎬ 当他回到

家乡田野时ꎬ 还尝试发挥本土学者的优势ꎬ 因地制宜、 因 “人” 制宜和因

“事” 制宜地开展调查ꎮ 进入田野后ꎬ 首先ꎬ 格麦楚运用 “参与观察法”ꎬ 高

频次访问传统宗教法庭ꎬ 参加社区邻里聚会ꎬ 观摩 “古玛” 仪式ꎬ 详细记录

多种类型的摩擦冲突和与处理仪式实践ꎻ 其次ꎬ 他通过 “非正式访谈” 从大

量访谈对象中筛选出了 １０ 位关键人物ꎬ 包括传统宗教领袖、 调解者、 知书达

礼的长者和受过教育的青年ꎬ 并选定了准备跟踪分析的典型案例ꎻ 再次ꎬ 他

精心设计了半结构化问卷提纲ꎬ 深挖奥罗莫族处理冲突的传统机制和实践行

为的丰富内涵ꎬ 并且运用 “个案研究法” 跟踪记录典型冲突案件ꎬ 阐释 “古
玛” 仪式在多大程度上能促成冲突双方的和解ꎬ 评估分析命案仪式和现有

(调解) 机制的适用性等ꎮ 换言之ꎬ 格麦楚在同为奥罗莫族的 “自己人” 中

进行田野工作时ꎬ 很清楚自己所拥有的语言、 文化等优势ꎬ 同时他不断提醒

自己ꎬ 在进行参与观察和访谈时ꎬ 要作为一个 “消极” 的参与者ꎬ 努力降低

“存在感”ꎬ 尽量避免影响当地人的表述与协商过程ꎮ 格麦楚等人开展的家乡

田野工作ꎬ 在深度与细度方面达致新的高度ꎮ
三是立足丰富的田野细节与文化体悟ꎬ 本土民族志在 “认识自我” 与

“书写自我” 方面取得重要进展ꎮ 早先关于瓦莱索奥罗莫人的研究ꎬ 大多将当

地的冲突原因简单地归咎于对 “经济利益” 的追逐ꎬ 而通过既深又细的田野

观察ꎬ 格麦楚用多项事例反驳了这一解释ꎬ 说明当地频发的冲突是社会环境

中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ꎮ 他进一步将冲突处理机制细分为协商、 调停和

裁决 ３ 种类型ꎬ 指出当地人有时会同时采取多种方式ꎮ 格麦楚还用以往研究

中忽略的大量事实细节ꎬ 如政府法庭的各种 “不方便” 与 “不合算” 等因

素ꎬ 逐层揭示为什么在政府法庭和传统冲突处理机制并立的情况下ꎬ 大多数

当地人会倾向于选择后者ꎮ 最重要的是ꎬ 格麦楚透过很多令 “外来者” 感到

困惑的冲突表象ꎬ 展开了更深层次的 “文化” 内核分析ꎬ 他用多项事实佐证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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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处理机制以相互体谅让步与恢复和平为宗旨ꎬ 是具有 “价值导向” 和

“长远目光” 的ꎮ 与政府法庭的 “就事论事” “冷面无情” 不同ꎬ 传统处理机

制会综合考量较长时段的复杂情况ꎬ 包括过往双方的关系和未来如何相处的

问题ꎮ 因此ꎬ 传统调解机制的精髓是 “平衡与自愈” ———在经历了严重的冲

突 (甚至是人命的损失) 后ꎬ 通过一系列顾及脸面的商议与调停、 物质弥补、
仪式抚慰与道德忏悔等措施ꎬ 最大限度地避免冲突事件演化成无休无止的仇

视与相互报复ꎬ 让创伤慢慢愈合ꎬ 生活重归平静ꎬ 以长久维系社区的和谐共

存ꎮ 格麦楚笔下的 “古玛” 仪式是鲜活的、 日常的ꎬ 也是沉重的和有张力的ꎬ
浸透着本民族的古老智慧与朴素情感———活着的人更为重要ꎬ 生活始终要继

续下去ꎮ 格麦楚凝视着养育自己的文化ꎬ 并尝试用笔墨书写出他认为最核心

与真实的部分ꎮ
综上ꎬ 从埃塞人类学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ꎬ 其人类学研究没有简单地

“模仿” 或 “跟跑” 西方人类学足迹前行ꎬ 而是努力发挥主体能动性ꎬ 走出

了一条 “本土化” 新路ꎬ 而其最有价值的部分ꎬ 集中体现于更为贴近非洲社

会现实与文化内核的本土问题意识、 更深与更细的本土田野工作和勇于 “挑
战权威” 的本土理论思考ꎬ 或者说ꎬ 在多方面积极尝试超越西方学者所撰写

的传统非洲民族志ꎮ

三　 探索非洲人类学的 “中国之路”: 何为与向何处去

当下ꎬ 在构建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ꎬ 中国的非洲人类

学研究也迎来了重大发展契机ꎮ “中国的非洲人类学应向何处去?” 成为最具

挑战性的焦点问题ꎮ 这一 “大问题” 涉及非洲人类学的理论创新、 方法论扩

融、 议题拓展与经验总结等方方面面ꎬ 并没有一个现成的、 容易的答案ꎮ 在

该领域内取得新突破ꎬ 关键在于能否有效推进基础理论和学科发展路径研究ꎬ
也即需要回答好非洲人类学 “为何与何为” 的重要问题: 一方面要明晰 “是
什么” 与 “为什么”ꎬ 重新审视与梳理非洲人类学的学科定位、 多元内涵与研

究特性ꎬ 有取舍地吸收国际非洲人类学研究最新成果ꎬ 进一步确立中国非洲

人类学的 “基石” 性学科地位ꎻ 另一方面ꎬ 则要明晰 “如何做”ꎬ 调整学科

建设思路与传统做法ꎬ 加强对非洲人类学 “本土化” 道路的经验总结ꎬ 努力

探索 “以非洲为中心” 的非洲人类学研究ꎮ 具体而言ꎬ 中国非洲人类学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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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重构需要在以下方面着力ꎮ
(一) 深刻辨析 “非洲人类学” 核心概念ꎬ 廓清 “是什么” 与 “为什么”

等基础问题

在国内非洲研究界ꎬ 非洲人类学曾长期处于相对边缘与次要的地位ꎬ 近

年来这种情况虽有所改观ꎬ 但整体的研究规模与水平仍待提升ꎮ 迄今ꎬ 国内

学界对于非洲人类学的表述仍较为笼统和模糊ꎬ 基本等同于 “人类学有关非

洲的研究”ꎬ 较缺乏严谨的概念辨析ꎬ 尤其对非洲人类学的研究特殊性及其在

非洲研究领域发挥的重要作用认识不够充分ꎬ 这种情况与国际非洲研究界形

成对照ꎮ 以美国非洲研究会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 ＡＳＡ) 为例ꎬ 人

类学在其中的地位与影响力异常显著———在创立学会的 ４８ 位理事中ꎬ 有 １０
位是人类学家ꎬ 学会的首任主席也由著名人类学家赫兹科维茨担任ꎮ 在学会

创立后的 ３０ 多年间ꎬ 又先后有 ５ 位人类学者出任学会主席ꎮ 从学会成员的专

业背景来看ꎬ 人类学与国际政治学难分伯仲ꎬ 成为最有影响力的两大学科ꎮ
１９６５ 年ꎬ 该学会曾调查了当时美国非洲研究的整体状况ꎬ 依据调查情况出版

了 «非洲世界»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Ｗｏｒｌｄ)ꎬ 该书不仅主编是人类学家ꎬ 而且 ２ / ３ 以

上的章节也由人类学家撰写ꎬ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类学在美国非洲研究领

域的雄厚实力与突出地位ꎮ① 在欧美国家的非洲研究领域ꎬ 人类学无疑是 “显
学” 之一ꎬ 人类学田野资料与理论洞察亦为其他学科的非洲研究奠定了所必

需的 “整体” 与 “细节” 兼具的认知基础ꎮ
与非洲政治学与经济学研究不同ꎬ 学术界对非洲人类学研究的评价长期

存在较大争议———早期的非洲人类学曾被视为 “殖民主义的婢女” 而广受诟

病ꎻ 在去殖民化时期ꎬ 又因为其过于强调民族与文化的异质性、 小规模族群

生存权与赞同传统发展观等ꎬ 不时被质疑对非洲民族国家建构与现代化发展

产生消极影响ꎮ 因此ꎬ 要想整体性推进中国的非洲人类学研究ꎬ 我们首先需

要进一步廓清其内涵与外延ꎬ 精准把握非洲人类学研究的特殊性及其在非洲

研究领域难以替代的基石作用ꎮ 一方面ꎬ 系统回溯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

“非洲人类学” 的研究进展ꎬ 对于中国学者廓清人类学与非洲之间的复杂联

系、 划分非洲人类学发展阶段、 了解非洲人类学整体性与区域性发展、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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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非洲人类学发展道路等很有助益ꎻ 另一方面ꎬ 也应注意到ꎬ 与国际非洲

人类学的深厚积淀与前沿性理论拓展相比ꎬ 国内非洲人类学研究仍存 “短板”
与不足ꎬ 尤其是过往所使用的 “非洲人类学” 概念偏重于 “西方国家的” 非

洲人类学研究ꎬ 而后者的 “学术话语权” 实际上始终被欧美学者所导控ꎮ 他

们有自己的政治立场、 研究偏好与政策主张ꎬ 在其书写的非洲人类学理论与

民族志作品中ꎬ 所描写、 宣介和分析的都是他们所观察到的、 符合西方价值

观及其预期的非洲ꎮ 这种基于不平等关系进行的非洲人类学知识生产过程ꎬ
长期以来从未被真正改变过ꎮ 当下ꎬ 中国学者亟需以客观清醒的态度ꎬ 对西

方的非洲人类学的真实性与客观性展开反思与评析ꎬ 更为完整、 准确地解读

非洲人类学 “是什么” 与 “为什么” 的问题ꎬ 从而为构建全新的中国的非洲

人类学知识体系夯实理论基础ꎮ
(二) 全面解析非洲人类学的内在丰富性与差异性ꎬ 进一步提升理论精

准度

如前所述ꎬ 非洲人类学发展至今ꎬ 在世界各国不同国情与学术传统背景

下ꎬ 逐渐发展衍生出了众多学术体系ꎬ 区分出西方 (或欧美) 非洲人类学、
非洲国家 (本土) 人类学、 发展中国家的非洲人类学 (包括中国的非洲人类

学) 等ꎮ 当然ꎬ 上述提法仅是在理论层面进行的一种宏观的、 粗线条区分ꎬ
现实情况还要复杂得多ꎮ 具体而言ꎬ 通过学术史视角与分类思路ꎬ 可以清晰

地梳理出多种学术立场与研究传统ꎬ 而在现实学术环境中ꎬ 则可以观察到更

为复杂和动态的大量细节ꎮ 例如ꎬ 笔者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学时ꎬ 曾较为

广泛地接触了国际非洲人类学者ꎬ 其中既有欧美国家的多族裔本土学者ꎬ 还

有来自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学者ꎻ 既有从事研究超过 ４０ 余年的非洲研究

前辈ꎬ 也有刚刚进入教职的青年学者􀆺􀆺这些非洲人类学者出身与所属的学

术阵营或者 “学术朋友圈” 非常不同ꎬ 他们对非洲人类学的解读、 对于殖民

主义与非洲复杂关系的认识、 对于非洲人类学的学科发展方向的看法ꎬ 以及

对非洲的政策主张理解差异显著 (有时候甚至是针锋相对的)ꎮ①

透过对国际非洲人类学圈的观察与亲身接触ꎬ 笔者越来越意识到ꎬ 所谓

内涵基本一致的 “非洲人类学” 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ꎬ 反而不同 “立场”
“版本” 和 “声部” 的非洲人类学才是客观现实ꎮ 鉴此ꎬ 我们在使用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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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 概念分析实际问题时ꎬ 无疑应更为审慎ꎬ 要避免不加区分地混用此

概念ꎬ 应尽量清晰、 准确地阐释具体观点、 利益诉求与政策主张ꎬ 为非洲人

类学概念标注明确的 “限定词”ꎬ 特别是重新审视非洲人类学的立场与适用性

问题ꎬ 加强了解与分析不同 “立场” “版本” 和 “声部” 的非洲人类学ꎬ 并

进一步了解西方非洲人类学内部的复杂学术流派ꎬ 以及非洲本土人类学、 发

展中国家非洲人类学和中国非洲人类学等多种研究体系ꎬ 推进对非洲人类学

内在丰富性与差异性的认识ꎬ 以显著提升理论精准度ꎮ
(三) 转变传统研究思路ꎬ 与时俱进推进非洲人类学研究

以往中国的非洲人类学研究ꎬ 不少是属于 “回头望”ꎬ 即主要关注殖民时

期的西方非洲研究成果ꎬ 如对埃文斯 － 普理查德、 福蒂斯等经典非洲民族志

及其中蕴含的理论观点进行过较多的介绍与分析阐释ꎬ 并视之为 “经典”ꎮ 但

是ꎬ 对去殖民化时期以来非洲人类学所进行的重要学科 “自省与革新”ꎬ 以及

众多现实应用问题ꎬ 了解得尚不够及时与充分———特别是当代非洲人类学通

过反思与批判殖民主义进行了重要的学科 “自省与革新”ꎬ 其主要内容是什

么? 改变或改造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 后续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 对于这些

重要的理论发展ꎬ 国内学术界虽开始有所触及ꎬ 但阐释得不够深细ꎬ 一定程

度影响到对非洲人类学发展前沿的把握ꎮ
不仅如此ꎬ 关于非洲人类学的现实应用问题ꎬ 秉持文化相对主义等观点

的西方非洲人类学ꎬ 比较强调独特民族文化价值、 支持维护小规模社群利益

与传统发展观等ꎬ 这些利益诉求与政策主张在非洲国家积极寻求 “一体化”
国家建构和现代化发展过程中ꎬ 有时会与精英阶层乃至社会大众所持的国家

观、 发展观 “唱反调”ꎬ 而受到批评与质疑ꎮ 中国学者应如何客观看待、 评价

和应对这些分歧呢? 或者说ꎬ 究竟什么是被非洲国家与人民需要的 “非洲人

类学”? 又如何将 “非洲人类学” 的理论探索与非洲发展实践有机结合起来ꎬ
使其真正成为一门 “有用且能用” 的学问? 目前学界对这些关键性问题的思

考与讨论是不充分的ꎮ 因此ꎬ 中国学者需要调整传统研究思路与做法ꎬ 更加

着眼近期和当下的学科发展动向ꎬ 使非洲人类学研究更为与时俱进ꎮ
(四) 努力践行 “向非洲看”ꎬ 为探索中国自主的非洲人类学知识体系提

供借鉴

长期以来ꎬ 中国的非洲人类学研究较多的是 “向西方 (学界) 看”ꎬ 较

为缺乏 “向非洲看”ꎬ 这显然已经不适应当前的学科建设需要ꎮ “向非洲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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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我们真正搞清楚一些关键问题ꎬ 如非洲国家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类学

研究? 非洲学界如何践行人类学 “本土化” 发展? 因此ꎬ 全面、 深入地了解

真实的 “非洲立场” “非洲视角” 与 “非洲经验”ꎬ 对于推进建设 “以非洲为

中心” 的中国非洲人类学至关重要ꎮ
非洲人类学加强 “向非洲看”ꎬ 目的之一就是要了解清楚什么是 “非洲本

土人类学” 及其是如何发展的ꎮ 诚然ꎬ 某一个国别发展案例也许不能涵盖非

洲人类学 “本土化” 发展的所有经验ꎬ 但可以准确地映射出一些当下亟需了

解的、 最基本的 “共性” 特点ꎬ 并且随着国别案例的不断累积ꎬ 最终有助于

勾勒出非洲本土人类学发展的 “宏观图景”ꎮ 本文选取的埃塞案例就在非洲人

类学中较有代表性ꎬ 特别是其民族与文化多样性、 本土人类学实现理论进阶

的发展脉络ꎬ 可以生动呈现国别场域下非洲人类学 “本土化” 发生发展的具

体过程与特点ꎬ 有助于我们对非洲人类学 “本土化” 发展取得更为 “具象

化” 的新认识ꎮ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３ 年ꎬ 笔者曾经两度赴埃塞开展田野调查和学术

交流ꎬ 取得了宝贵的参与观察经验和诸多切身体会ꎮ 后续几年ꎬ 随着对埃塞

人类学研究的不断深入ꎬ 一个看法逐渐清晰起来: 在国际学界没有特别加以

关注和深入了解的时候ꎬ 埃塞人类学已经在 “本土化” 发展方面进行了多重

探索ꎬ 走出了一条有 “埃塞特色” 的道路ꎬ 其理论创新性特别表现于埃塞学

者所撰写的本土民族志中ꎬ 后者尽管尚不完全成熟与严谨ꎬ 但其中所显示出

的本土问题意识、 本土研究思路、 更详细的本土田野材料和初步的本土理论

提炼ꎬ 已十分难能可贵ꎬ 体现出埃塞人类学在 “观察自我” “认识自我” 和

“书写自我” 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ꎮ
总之ꎬ 埃塞人类学案例告诉我们ꎬ 非洲人类学学科建设思路是如何具体

实现转向的ꎬ 即如何主要由欧美学者的个人兴趣与学术偏好导控ꎬ 逐渐演变

为以非洲本土机构为行动主体ꎬ 有计划、 有步骤地施行有明确目标的国家与

地区层面的研究方案ꎻ 如何提出与西方学者不同的研究问题ꎻ 如何深入本土

田野开展调查ꎬ 挖掘到更深更细的田野资料ꎻ 又是如何以 “自己人” 的 “深
层文化感知” 推演出新的结论ꎬ 并尝试与西方人类学界展开理论对话和反思

性批判的ꎮ 简言之ꎬ 埃塞人类学的 “本土化” 经验充分体现出 “重塑自我”
的自主选择与可贵尝试ꎬ 是一种 “以非洲为中心” 的人类学研究ꎬ 上述经验

对于正在努力探索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人类学、 民族学学者来说ꎬ 极有

借鉴和启发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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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余论: 非洲人类学 “中国时刻” 的到来

近年来ꎬ 国际非洲人类学研究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发展新趋向: 一是非洲

人类学在整个非洲研究界的基础性地位更为稳固ꎬ 人类学家基于深度田野调

查所撰写的现当代非洲民族志作品ꎬ 持续推进了对非洲社会、 族群及其文化

的全面了解与深刻洞察ꎬ 并为其他学科的非洲研究奠定了 “语境化” 的整体

认知与分析基础ꎻ 二是在批判性反思方面取得了诸多进展ꎬ 通过深刻的 (甚
至是有些痛苦的) “自我反省与革新”ꎬ 非洲人类学重新审视与梳理了自身与

殖民主义的复杂历史纠葛ꎬ 逐渐摒弃欧洲中心主义等 “历史包袱”ꎬ 努力在独

立后的非洲国家寻找学科新的合理位置ꎻ 三是非洲人类学的内部差异性与外

部交叉性均有所上升ꎬ 从内部视角看ꎬ 非洲人类学衍生出了众多学术流派ꎬ
这些不同派别 (或学术阵营) 对于非洲人类学的研究立场、 研究对象、 研究

思路等关键问题的看法存在显著差异ꎬ 且处于持续变化过程中ꎻ 从外部视角

看ꎬ 非洲人类学正与越来越多的学科发生 “交叉互渗”ꎬ 人类学的理论视角、
田野工作与民族志研究方法等被广泛地应用于许多专门性研究领域ꎬ 而经济

学、 教育学、 政治学等学科的概念与方法也源源不断介入人类学传统的研究

范畴ꎮ 这种学科间的互动交融ꎬ 促使广义的非洲人类学科群已现壮阔雏形ꎮ
新形势下ꎬ 中国的非洲人类学也提出了全新的学科建设思路ꎬ 并获得了

前所未有的 “双重” 发展机遇: 一是迎来了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确立与快速

发展的重大机遇ꎬ 人类学科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将凸显研究特色与重塑基石地

位ꎬ 为多学科研究非洲区域国别问题ꎬ 奠定 “整体” 与 “细节” 兼具的认知

基础与重要理论洞察ꎻ 二是迎来了民族学一级学科优化调整的重大机遇ꎬ 通

过进一步明晰 “人类学与世界民族” 二级学科的研究任务与研究思路ꎬ 非洲

人类学完全可以回归并发挥出人类学探究 “他者及其文化” 的学科专长ꎬ 在

与世界民族研究的交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ꎮ
国际和国内两大发展契机同时而至ꎬ 必将有力助推中国的非洲人类学自

主知识体系探索ꎮ 从这个意义上讲ꎬ 中国的研究者正在亲身参与并见证非洲

人类学的 “中国时刻”!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樊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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